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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的形成:
“关键少数” 作用发挥的视角

蒋来用, 白玉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摘要: 廉洁文化的形成对于腐败治理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 “关键少数” 的腐败

机会相对较多, 是腐败问题的主要制造者。 若 “关键少数” 做到严格自律、 遵纪守法, 有

效发挥廉洁示范引领作用, 全社会就容易形成崇尚廉洁、 抵制腐败的文化氛围。 “关键少

数” 主要凭借其影响 “绝大多数” 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的特殊能力以及 “绝大多数” 自

身所固有的趋利避害心理在廉洁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但 “关键少数” 廉洁示范引领作

用的发挥存在较大障碍, 需要从科层制和社会网络两个维度分析 “关键少数” 施加影响的

机理与路径, 从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角度提出建立健全奖励表彰机制、 做细做实廉洁文

化教育、 加强监督管理惩处工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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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 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 出台后, 二十届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提出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 2025—2027
年) [1] , 体现出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人本质上是文化的人, 是能动的、
全面的人[2]24。 人促进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同时塑造和改变了所有人———影响每

个人的思维方式、 行事风格和办事习惯。 腐败与反腐败本身就在文化场域中博弈与较

量, 也是构成文化内容的重要元素。 社会文化形成与变革的内涵和范式左右着这场斗争

的方向和命运。 面对当前仍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 越发需要人在同文化的互动

共建、 互构共生过程中发挥自身能动性, 让廉洁思想观念逐渐积淀、 言语行为日臻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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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制度规范全面落实、 风气氛围持续生成, 从而为廉政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和有

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抓 ‘关键少数’ 和管 ‘绝大多数’ 相统一。” [3]189

“坚持对象上全覆盖, 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 做到管全党、 治全党, 重点是抓

好 ‘关键少数’, 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一把手’, 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

殊党员、 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 [4]487-488 唯物辩证法强调 “两点论” 和 “重点论” 的对

立统一。 这一理论运用于廉洁文化形成的研究, 要求既注重发挥 “绝大多数” 的作用,
重视全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廉洁素养的提升, 又抓住 “关键少数” 这个重点, 充分发挥

其在廉洁文化形成中不同于一般个体的作用和影响力。 “关键少数” 本身是否廉洁自律

以及他们对廉洁的态度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廉洁观念和行为取向具有重大牵引作用。 实践

中我们经常会看到, 一旦具有影响力的 “关键少数” 崇尚廉洁、 抵制腐败, 带头践行

廉洁规范, 其所在地方、 行业、 单位、 部门就会正气充盈, 腐败和歪风邪气就难以滋长

蔓延。 一旦 “关键少数” 对腐败采取无所谓的放任态度, 对反腐败不予支持, 或者带

头腐败, 教唆、 怂恿、 诱使他人腐败, 其所在地方、 行业、 单位、 部门的风气就会很快

恶化, 腐败必然滋长蔓延, 反腐败也就变得艰难复杂。 因此, 深入研究和有效运用

“关键少数” 在廉洁文化形成中的机理和规律, 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生态和社会环

境, 对于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 持久战、 总体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在廉政文化或廉洁文化的创建过程中, 理论和实务界对 “关键少数” 的关注从未

缺席。 但总体而言, 人们对 “关键少数” 在廉洁文化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多是点缀

式、 碎片化的注意和观察, 还未上升到运用系统观念对其作全面的检查和关照, 更没有

做到对其进行解剖式、 完整化的分析和研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和妨碍了廉洁文化的

建设和发展。
(一) 将 “关键少数” 作 “干部化” 理解, 研究范围不全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扮演指挥者、 倡导者、 宣传者等重要角

色, 发挥着导向和引领作用。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能够对群众起到示范作用, 因而抓住

“关键少数” 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5] 。 虽然有的文献提到要厘清 “关键少数” 的范

围[6] , 但大多数文献将 “关键少数” 局限理解为 “党员干部” “领导干部” “党员领导

干部”, 主要围绕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展开, 有的鲜明提出 “关键少数” “就是掌

握公共权力、 履行公共责任的政治精英” [7] , “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领导干部队伍” [8] , 忽

略了社会上其他 “关键少数”。 例如, 有的指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必须抓好 “关键少

数”, 抓好 “关键少数” 就是抓住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9] 。 有的提出廉政文化

建设的重点在于公职人员, 关键在于党员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的发挥[10] 。 有的借鉴

新加坡的做法, 认为政治精英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增强了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廉洁文化建

设的信心, 廉洁文化建设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领袖人物能够以身作则[11] 。
(二) 把 “关键少数” 当补充性点缀, 研究不深

有的文献不再将 “关键少数” 局限于领导干部, 而是将其拓展到了精英人物、 关

键人物、 杰出人物。 例如, 有的提出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 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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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及其行为廉洁度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廉政文化建设要重视培育精英的廉洁素养,
通过他们带动各领域树立清正廉洁的主流价值观[12] 。 有的认为在廉政文化建设中领袖

人物、 知识阶层要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和楷模[13]96。 有的还注意到乡贤精英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与乡村民众间的衔接作用, 主张利用乡贤精英的知识、 能力与威信来扩大廉

政文化在乡村范围的影响, 使垂直的政府权威在乡村社会形成横向效应[14] 。 有的说得

更具体, 提出要邀请本地名人、 明星拍摄与廉洁文化相关的公益广告、 综艺节目等, 充

分利用名人、 明星的宣传效应[15] 。 这些文献虽然注意到了除领导干部外的其他 “关键

少数”, 但往往一笔带过、 点到为止, 仅仅是研究其他问题的点缀而已, 没有对这些

“关键少数” 进行专门深入研究, 对廉洁文化建设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三) 对 “关键少数” 的作用机理缺少系统研究

很多文献提到要发挥 “关键少数” 的示范引领作用。 例如, 有的提出领导干部要

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16] 。 有的认为 “关键少数” 对政治生态净化发挥着 “关键

作用” [17] , 领导人率先垂范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前提[18] 。 有的指出 “关键少数” 的

言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19] ; 有的不满足于点到为止的描述,
开始关注让 “关键少数” 发挥作用的方式、 机制和相关机理; 有的强调加强对 “一把

手” 和领导班子的警示教育和典型教育[20] 。 有的强调学好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 加强

纪律规矩教育, 完善并落实廉政谈话提醒机制[21] 。 有的运用公共选择理论、 权力制衡

理论、 监督控权理论剖析 “关键少数” 监督难背后的机理[22] 。 一些让 “关键少数” 发

挥 “头雁效应” 的具体措施虽然对廉洁文化建设有一定助益, 但没有解释清楚 “关键

少数” 为何能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没有揭示 “关键少数” 在廉洁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机理和规律, 也没有注意到不同领域的 “关键少数” 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在推行实践

中因为缺乏针对性而效果不明显, 引起了反感和抵触。
总而言之, 就廉洁文化形成的研究而言, 目前缺乏对 “关键少数” 发挥作用的系

统性研究。 “关键少数” 作用发挥存在哪些差距? “关键少数” 在廉洁文化形成中的作

用机理与路径是什么? 如何让这些 “关键少数” 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助力廉洁文化形

成? 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
二、 “关键少数” 作用发挥存在的差距

马克思在肯定爱尔维修的观点时说: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 如果

没有这样的人物, 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23]450 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非政治领域

都存在影响力大小不同的 “关键少数”, 他们是时代需要和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廉洁文

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形成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 “关键少数” 已经引起了实务部门

及学者们的注意, 相关决策文件也已将其纳入其中。 经检索, 截至 2025 年 5 月 6 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有关 “关键少数” 的文章共 6513 篇。 不难看出,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关键少数” 是纪检监察机关使用频率极高的热词, 这也说明抓 “关键少数” 已成

为纪检监察工作的一项重点。 例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文章认为: “抓住

‘关键少数’ 才能管好 ‘绝大多数’ ” [24] , 这更加凸显了 “关键少数” 的重要性。 但由

于多种原因, 不同领域的 “关键少数” 在廉洁文化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参差不齐, 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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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一) 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受重视程度高, 但作用发挥不好

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主要指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 参公管理的社会团体等体制内组织的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 这些 “关键少数”
的身份既源自科层制赋予, 也会因自身岗位的特殊性而产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

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 要 “坚持抓住 ‘关键少数’ 以上率下”,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要带头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 从思想上固本培元, 提高党性

觉悟,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25] 。 2021 年,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对 “一把手” 和领

导班子监督的意见》。 2022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的意见》 强调, 要 “强化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增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廉

洁用权、 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的思想自觉” [26] 。 可见, 无论是领导人讲话还是中央文

件, 都将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对其提出严格要求, 并督促其

身体力行、 模范带头。 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每年公布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的数据来看, 从省部级干部到普通干部都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但是省

部级、 地厅级、 县处级、 乡科级及以下干部的问题数量各不相同, 而且随着行政级别的

下降, 问题数量不断增多。 例如, 2024 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25275 起, 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9 起, 地厅级领导干部问

题 981 起, 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 12910 起, 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 211375 起、 占查处

问题总数的 93. 8%[27] 。 另外, 从查处问题的类型看, 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问题 118057
起, 占查处问题总数的 52. 4%[26] 。 这些被查处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属于 “关键少数”,
尤其是 “一把手”。 2020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约谈领导班子成员、 重点岗位人员 72
万人次; 立案审查调查县处级以上 “一把手” 5836 人[28] 。

(二) 非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受重视程度低, 作用发挥十分有限

非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涉及面非常广泛, 主要是各行各业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如知名企业家、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自然科学家、 专业运动员、 艺术家、 演员、 网络

人物等。 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通常依靠政治权力获得 “关键少数” 的身份, 而非

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通常通过个人积累形成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等个性化特质获

得 “关键少数” 的身份。 长期以来, 我们非常重视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并对其采

取了不少监督管理措施, 但对非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重视不够, 部分领域的 “关

键少数” 还未引起关注, 这些领域弄虚作假、 道德败坏、 违纪违法、 腐败犯罪等现象

时有发生。 实践中, 一些地方、 部门将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聚焦于政治领域的 “关键

少数”, 有意无意地将非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排除在外。 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认为廉

洁文化建设是体制内组织开展的专门针对掌握和行使官方权力人员的活动, 与非政治领

域的 “关键少数” 关系不大。 社会对这些 “关键少数” 的廉洁要求相对宽松, 对其越

轨失范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的容忍度较高、 采取的监督管理措施较少。 在廉洁文化建设

上, 这些 “关键少数” 往往将自己置身事外, 认识不到自己在廉洁文化形成中所应发

挥的重要作用, 有些人放低对自己的道德自律标准和要求, 崇尚拜金主义、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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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主义, 比阔斗富、 弄虚作假, 不仅发挥不了廉洁示范引领作用, 还带坏了社会风

气。 党的十八大后, 中央对非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在廉洁自律和管理方面的重视

程度虽有所增加, 但主要关注的还是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 “关键少数”, 对那些非中共

党员身份的 “关键少数” 重视不够,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非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

数” 廉洁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够。
(三) 政治与非政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作用发挥存在较大障碍

一是认识方面的障碍。 “关键少数” 来自 “绝大多数”, 他们与 “绝大多数” 共同

生活, 因此不少人认为 “关键少数” 与 “绝大多数” 别无二致, 产生了 “对 ‘绝大多

数’ 采取一些措施就会自然地给 ‘关键少数’ 带来同等效果” 的片面认识, 这极易造

成 “绝大多数” “打针吃药”、 本应接受教育的 “关键少数” 频频漏网。 认识上的局限

性还造成一些地方、 行业、 单位、 部门对 “关键少数” 和 “绝大多数” 无差别对待,
廉洁文化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并没有因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别, 教育针对性不强导致有

效性不足。 有的人认为 “关键少数” 特殊且敏感, 担心对其监督管理过于严格容易引

发负面舆情、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导致一些 “关键少数” 对自己低标准、 松要求, 在

廉洁文化的形成中没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不少 “关键少数” 对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性

缺少足够的认识, 不注重加强自律修身和自我道德约束, 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社

会意义缺乏认识, 参与廉洁文化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主动性不高。 二是促使 “关键少

数” 发挥廉洁示范引领作用的机制较为薄弱。 目前相关机制难以为 “关键少数” 更好

地发挥廉洁示范引领作用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少数” 不会因为发挥了廉洁示范引领作

用而受到太多激励, 也较少因为廉洁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而受到负面评价, “关键

少数” 通过廉洁示范引领促进廉洁文化形成的动力和压力都存在明显不足。
三、 “关键少数” 发挥作用的机理与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前提之下, 承认杰出人物对于推

动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作用[29]343。 人民群众是推动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力量, 但

一些 “关键少数” 的思想观念能够及时反映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和人们的愿望要求,
其言语行为能够有力地影响、 带动 “绝大多数” 进而加速群体共识与实践的生成, 故

“关键少数” 对于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 “关键少数” 在文化形成中具有特定的机理与

路径。 掌握和运用这些机理与路径对于促进廉洁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一) “关键少数” 发挥作用的机理

“关键少数” 的思想观念和言语行为给 “绝大多数” 提供了一种思维和行动的范

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 “绝大多数” 都能接受、 认同和效仿。 “绝大多数” 选择接受 “关

键少数” 所提供范式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范式能够满足其需求。 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需求, “绝大多数” 如此, “关键少数” 也不例外。 人的需求基本上可分为

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这两方面需求的满足离不开足够的信息与资源。 但信息和资源具有

稀缺性, 且不均匀地分布在不同人手中, 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对 “绝大多数” 产生

重要影响的 “关键少数”, 就在于其拥有足够多的可以影响或支配他人的信息或资源。
渴望拥有或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 因而其具有追随或附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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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和较多数量的信息和资源的 “关键少数” 的倾向。 在追随或附和的过程中, “关键

少数” 的思想观念、 言语行为就会逐渐被 “绝大多数” 接受、 认同和效仿, “绝大多

数” 的思想观念、 言语行为就会在 “关键少数” 的引导下发生调整和改变, 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特定社会文化的形成和转变。
根据 “绝大多数” 在文化形成中主动性程度的不同, “关键少数” 对其物质和精神

需求产生影响的情形基本上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情形: “绝大多数” 以主动者的姿态参

与到某一文化的形成中来, 其积极认同并追随这一文化, 在心理上并不抵触和排斥。 此

时, “关键少数” 主要起到柔性的点拨与引导作用。 第二种情形: “绝大多数” 以被动

者的姿态卷入某一文化的形成中来, 其对这一文化并不认同甚至较为抵触、 排斥。 此

时, “关键少数” 则起到了刚性的扭转和推动作用。 以腐败文化的形成为例: 对于一部

分人来说, 其本身对腐败及腐败文化并不抵触、 排斥, 在这部分人眼里, “关键少数”
传递出的腐败思想观念与言语行为给自己勾勒出了一幅腐败能满足物质需求的图景。 在

该图景的 “引诱” 下, 心存杂念、 立场不坚定的人很容易被腐败侵蚀, 陷入贪欲深渊。
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 其本身对腐败及腐败文化并不认同甚至较为抵触、 排斥, 其并

不想冒着风险去追逐非法所得。 相较于第一种情形中的人, 他们心无杂念、 立场坚定,
仅通过点拨、 引导难以改变其思想与言行, 但是 “关键少数” 总能找到影响这部分人

需求实现的办法从而 “逼迫” 其就范。
在向 “关键少数” 看齐靠拢的过程中, “绝大多数” 会表现出从众、 服从、 顺从的

姿态。 从众是一种在压力之下发生行为改变的倾向[30]191。 当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作出

廉洁或腐败行为时, 就会给未同群体保持一致步调的个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进而促

使其附和群体、 改变其行为。 一方面, 人需要在同他人的交互关系中找到共同点, 从而

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 与群体共同行为规范不一致所带来的被排斥和拒绝的感觉是比较

难受的, 因而为多数人所刻意回避。 另一方面, 当人无法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

么时, 随大流往往是最保险的方法, 此时他人的所作所为就会成为个人行动的重要参照

标准。 服从是指在他人的直接命令之下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29]198。 在科层制组织中,
“上命下从” 的强制性体现了 “绝大多数” 对 “关键少数” 的服从。 具有权威的 “关

键少数” 有强化其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信息和资源的配置一般都会更多地向服从者倾

斜, 而抗拒者往往得到较少的信息和资源, 甚至自己原有的信息和资源以及获取新的信

息和资源的机会还会被剥夺或削减; 顺从是指在他人的直接请求下按照他人要求去做的

倾向[29]196。 在顺从情境下, 个人不仅能免于从众招致的合群压力的困扰, 还不用承受

服从带来的外在压迫, 有了一定的选择空间。 个人一开始就同意他人直接请求其廉洁或

腐败行事的情况不必多言。 在自己拿不准的情况下, 如果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对 “自己

的利益” 没有本质上的侵害, 那么同意他人至少意味着 “自己不输”, 在一定程度上甚

至意味着 “他我双赢”。 此时, 个人更多地是本着一种 “与人方便, 于己方便” 的非对

抗心理选择了顺从。 可以说, “绝大多数” 表现出的从众、 服从、 顺从姿态往往集趋利

与避害于一体, 趋利的一面体现为个人千方百计地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和资源, 避害

的一面体现为个人想方设法规避对自己不利的风险与挑战, 其本质都是个人在种种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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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为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寻找一个最优解。 一言以概之, “关键少数” 在文

化形成中能够发挥作用, 靠的就是其具备的影响 “绝大多数” 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的

能力以及 “绝大多数” 自身的趋利避害心理。
(二) “关键少数” 发挥作用的路径

在文化形成过程中, “关键少数” 的作用通过对 “绝大多数” 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造

成的影响呈现出来。 以 “关键少数” 施加影响的途径为标准, 可将其发挥作用的路径

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通过科层制施加影响。 该路径适配的 “关键少数” 包括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参公管理的社会团体等科层制组织内职位层级

较高的人; 二是通过社会网络施加影响。 该路径适配的 “关键少数” 包括各行各业的

头面人物、 体制内组织中处于关键岗位的人员。
1. 科层制组织内职位层级较高一方影响职位层级较低一方的路径。 科层制这一组

织管理方式在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参公管理的社会团体

等组织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身处其中的工作人员因职位层级的不同将 “下级服从上级”
这一职业惯例具象化显示出来。 在法制型支配中, 一个人之所以服从是由于他服膺依法

制定的一些客观的、 非个人性的秩序。 他也因此服从因正式法律而占据某项职位、 行使

支配的人。 但服从范围只限于该职位的管辖权[31]303。 基于法律、 法规、 规章、 党内法

规、 政策、 具体规定等塑造的秩序, 处于不同职位的个人凭借所处职位成了管辖权的行

使者。 在同一科层制组织内, 上下级之间的交互可从职位层级较高一方对职位层级较低

一方在考评、 奖惩、 任免等方面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干预上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 “关键

少数” 能够影响 “绝大多数” 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实现。 如果个人考评结果为优秀、
得到了奖励或提拔, 一方面, 其收获了物质上的好处———生存发展需要得到了极大满

足。 另一方面, 其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激励———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欣赏、 赞扬。 因此,
科层制组织中的 “绝大多数” 存在追随或附和 “关键少数” 的倾向。

在科层制组织内, 尤其是对于以被动者姿态卷入文化形成中来的 “绝大多数” 而

言, 当 “关键少数” 直接命令其加入不端行为的延展链条时, 虽然其一开始往往心怀

抵触, 能够认识到这一行为不对———毕竟廉洁自律是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恪守的准则,
但由于一些 “关键少数” 影响甚至决定着其物质、 精神需求的实现———他们很可能以

考评不合格、 给予惩罚、 不予提拔等对 “绝大多数” 进行施压, 在对可能给自己带来

的 “利”、 造成的 “弊” 进行权衡后而不得不向 “关键少数” 看齐靠拢。 在这一过程

中, 如果反腐败制度规范未能及时到位、 发挥实效, 在 “关键少数” 的持续影响下,
部分人对不端思想观念、 言语行为就会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适应, 逐步堕入腐败深渊。
当持有这种思想观念、 输出此类言语行为的人越来越多时, 科层制组织内外的大众也会

表现出有样学样的从众倾向, 从组织内到组织外, 腐败文化就可能出现蔓延; 同样地,
若科层制组织内的 “关键少数” 强调廉洁行事, 并将廉洁言行与考评、 奖惩、 任免等

事项相挂钩, “绝大多数” 基于趋利避害心理也会更倾向于践行廉洁行为。 一方面, 践

行廉洁本来就是一件道德高尚的事, 如果做得好而获得组织的荣誉表彰, 能够极大满足

自身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 践行廉洁也意味着自己很可能会获得组织给予的奖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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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极大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求。 随着崇尚廉洁者的规模的不断扩大, 科层制组织内外的

大众也更倾向于作出从众行为, 积极投身到廉洁文化建设实践中来, 廉洁文化便可得到

进一步传播。
2. 位居社会网络关键节点者影响他人的路径。 关系缔结而成的社会网络为信息、

资源的流通提供了渠道, 其中也不乏一些信息、 资源集中的点位。 一些情况下, 关键少

数扮演信息的发出者、 资源的释放者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大众的物质、 精神需

求。 处于关键岗位的人员, 因其知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重要信息, 掌握不同程度的

公共资源分配权, 这意味着对于大众而言, 接触有权力的职位可能意味着通过非正式的

途径获取正式渠道和程序所无法获取的资源的可能[32]111。 在通过社会网络进行的交互

行动中, 行为人因不被科层制束缚, 不需要考虑 “上命下从” 的强制性, 也就是说,
社会网络中的交互行动及交互行动带来的影响并不必然、 也很难将其视为一种强制, 因

此, 从众、 顺从行为很容易出现。
若处于社会网络关键节点者直接邀约他人参与到自己的不端行为中来, 对于以被动

者姿态卷入文化形成中的 “绝大多数” 而言, 考虑到这些 “关键少数” 或多或少能够

影响其某些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实现, 其基于趋利避害心理, 部分人很可能会同意

“关键少数” 的邀约。 若监督管理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及时到位、 发挥实效, 大众也

可能于作出有样学样、 前 “腐” 后继的从众行为, 于是集体腐败的风气氛围就会加速

形成, 腐败文化便可能愈发蔓延; 若 “关键少数” 直接要求他人廉洁行事, 并对相关

行为给予认同、 肯定、 欣赏、 赞扬等精神方面的激励, “绝大多数” 基于趋利避害心理

更容易践行廉洁。 同样地, 随着崇尚廉洁的人的数量持续增长, 廉洁风气氛围就会不断

生成, 廉洁文化便进一步形成。 事实上, 除了面对面交互外, 部分 “关键少数” 特别

是网络名人更多地是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直接、 便捷、 有力、 有效地向大众传递各种信

息、 释放各样信号。 在趋利避害心理的作用下, 一些受众会进一步加深对这些 “关键

少数” 在观念、 情感上的认同, 这种认同使得 “关键少数” 获得了极强的影响力。 如

果 “关键少数” 将重利轻义、 金钱至上、 追求物质享乐、 损公肥私、 艳羡腐败、 滥用

职权、 玩忽职守、 权力寻租、 利益输送、 徇私舞弊、 浪费资财等不端行为理念传递出

去, 一些受众便会逐渐将这些理念潜移默化地固定下来进而作出不端行为; 若其向外传

达出廉洁用权、 修身齐家、 克己自律、 勤俭节约的行为理念, 久而久之就能带动部分受

众接受廉洁思想观念, 自觉采取廉洁行动。
四、 “关键少数” 更好发挥作用的对策

当下, 部分 “关键少数” 仍未能较好地发挥廉洁示范引领效应, 难以带动 “绝大

多数” 投身廉洁文化建设实践, 阻碍了廉洁文化的进一步形成。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

动形成崇尚廉洁、 抵制腐败的文化氛围, “关键少数” 应当做到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
发挥好廉洁示范引领作用。 要让 “关键少数” 更好地在廉洁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需从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角度思考。 一方面, 要增加 “供给”, 不断健全完善激励机

制以更好地满足 “关键少数” 的合理需求。 另一方面, 要减少 “需求”, 对 “关键少

数” 采取更有力的约束性措施从而解决其不合理需求过旺的问题。 针对实践中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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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问题, 要及时修改完善各项制度规范, 堵住漏洞, 让 “关键少数” 受到应有的监

管。 此外, 对不遵守相关制度规范的 “关键少数” 也要给予严肃惩处, 形成更大的

震慑。
(一) 建立健全奖励表彰机制

对科层制组织内职位层级较高的人、 组织中处于关键岗位的人员, 要把其在廉洁文

化建设中的表现纳入考评体系, 将考评结果同个人荣誉表彰、 物质奖励、 职务职级晋升

等挂钩, 激活其内生动力。 地方、 行业、 单位、 部门也可设立专门的廉洁基金, 对各行

各业廉洁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得好的 “关键少数” 给予物质奖励, 通过地方财政拨款,
单位、 部门、 行业自筹、 社会赞助等多渠道获取经费予以保障。 “关键少数” 发挥着重

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其中的廉洁榜样更能彰显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 可考虑

设立诸如 “全国廉洁模范” 之类的国家荣誉称号, 对廉洁文化建设中的先进典型予以

表彰。 地方、 行业、 单位、 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表彰机制, 以同国家层面的廉洁表

彰机制相衔接。
(二) 做细做实廉洁文化教育

“关键少数” 参与了廉洁文化的形成, 更应接受廉洁文化的不断熏陶, 不断约束自

己, 通过正心明性进而笃行践廉。 廉洁文化教育要覆盖到全社会的 “关键少数”, 根据

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对不同的 “关键少数” 开展教育宣传。 对科层制组织

内职位层级较高的人员、 体制内组织中处于关键岗位的人员, 要对照其所处职位、 岗位

的具体廉洁风险点进行靶向教育。 各个领域要设立相关组织, 对有影响力的 “关键少

数” 开展道德教育、 法纪教育和行业自律教育。 要将廉洁宣传与行业规范约束结合起

来, 各行会、 协会、 平台等要结合本行业、 领域的问题向社会发出廉洁倡议和承诺,
“关键少数” 要率先践行承诺并主动组织和参与廉洁宣传教育活动。 要有针对性地对

“关键少数” 开展警示教育, 根据其所处领域、 职位层级、 岗位特点、 工作性质等选择

典型案例, 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三) 加强监督管理惩处工作

对科层制组织内职位层级较高的人员、 体制内组织中处于关键岗位的人员, 要根据

其所处职位、 岗位的特点设立相应的廉洁用权制度规范, 不断完善监管手段、 提升监管

力度, 用好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学技术。 紧盯人事、 资金、 项目等关键点位

权力运行的轨迹, 实时监控相关人员的行为倾向, 防范权力滥用和腐败。 针对其他非政

治领域的 “关键少数”, 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 平台等要出台相应的制度规范。 要建立

和完善行业 “黑名单” 制度, 对违反法律法规、 挑战道德底线的 “关键少数” 进行联

合惩戒。 各类平台监管部门要将廉洁文化要求融入监管规则, 采用警告提醒、 权限限

制、 账号封禁、 长期禁言、 停播、 禁止换身份跨平台 “复出” 等方式对违法违规的网

络名人进行处理。 各级网信部门要强化对运营者的监管, 督促网站平台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 完善社区规则和用户协议, 依法依约开展账号和信息管理工作, 及时发现和处理网

络名人账号违法违规行为。 社会各领域的 “关键少数” 违反专门的廉洁用权制度规范、
党内法规、 法律法规的, 要依规依纪依法对其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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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of
 

integrity
 

plays
 

a
 

foundational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corruption
 

governance.
 

The
 

“key
 

few”
 

faces
 

relative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ion
 

and
 

serves
 

as
 

the
 

primary
 

instigator
 

of
 

corruption
 

issues.
 

If
 

the
 

“key
 

few”
 

adheres
 

to
 

strict
 

self-discipline,
 

complies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ffectively
 

play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promoting
 

integrity,
 

it
 

will
 

be
 

easier
 

for
 

the
 

whole
 

society
 

to
 

cultivate
 

a
 

cultural
 

atmosphere
 

that
 

values
 

integrity
 

and
 

resists
 

corruption.
 

The
 

“ key
 

few”
 

primarily
 

influence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of
 

the
 

" majority "
 

through
 

their
 

unique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inherent
 

tendency
 

of
 

the
 

" majority"
 

to
 

pursue
 

benefits
 

while
 

avoiding
 

harm,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of
 

integrity.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obstacles
 

in
 

realizing
 

the
 

ex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of
 

the
 

“key
 

few”
 

in
 

promoting
 

integrity.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key
 

few”
 

exerts
 

influence
 

from
 

both
 

the
 

bureaucratic
 

and
 

social
 

network
 

dimensions.
 

Additionally,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reward
 

and
 

recognition
 

mechanisms,
 

refining
 

and
 

implementing
 

education
 

of
 

the
 

culture
 

of
 

integrity,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management,
 

and
 

puni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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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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